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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果推断存在多种途径，然而近来兴起的因果推断讨论却明显倒向
了“反事实分析”。为了帮助形成更加完整的因果推断认识，论文从因果本体
论、认识论出发，结合因果推断的形式与类型，梳理出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踪
两种因果推断途径，论证它们的因果推断比较优势及其互补性，指出反事实分
析和过程追踪分别在识别因果关系和挖掘因果机制上占据比较优势，只有将二
者结合，才能对因果形成较全面的理解。对此，文章以中国的治理场景为例，
选取制度创新与制度效能转化、政策创新生成两个研究情境，论述了反事实分析
和过程追踪的结合何以帮助理解中国之治。论文有助于完善因果推断三角研究，
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对于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纵深思考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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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１年约书亚·安格里斯特（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和吉多·因本斯（Ｇｕｉｄｏ

Ｗ Ｉｍｂｅｎｓ）因对因果关系分析做出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其实也
凝聚了一个时代共识：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建构高质量的因果理论以理解现实
世界的时代使命。社会科学研究者也不负时代所托。近年来，经济学、管理学、

·７７１·

 王利君，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于文轩，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
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通讯作者：黄英，广东药科大学医药商学院讲师。感谢匿名评
审专家和编辑部对论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模型、生成过程及对
社会企业可持续性的影响”（７２１７４１２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据主权视域下的数
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体系构建研究”（１９ＢＴＱ０６９）。



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因果推断（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① 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单就公共管理学而言，因果推断方法的应用越
来越常见于国际顶刊（王思琦，２０１８）。以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为例，
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３年１０月共发表关于因果推断的文章８７篇，占文章总量（４９１
篇）的１７ ７％，且发表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②。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果推断存在多种途径，然而目前研究者讨论的因果
推断大多指涉反事实分析（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③ 这一途径，涉及双重差分、工具变
量、断点回归等具体研究方法（刘玮辰等，２０２１）。可以说，反事实分析在因果
推断中居于支配地位，甚至有把因果推断化约为反事实分析的态势（Ｋｒｉｅｇｅｒ ＆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６）。

事实上，除了反事实分析，过程追踪（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也是重要的因果推
断途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过程追踪加以引介和应用，论证它何以
使案例研究更加科学（游宇、陈超，２０２３），分析它对政策研究的贡献（孙婧
婧、和经纬，２０２１；Ｋａｙ ＆ Ｂａｋｅｒ，２０１５），以及运用它剖析我国独特的治理实
践（姜雅婷、杜焱强，２０２３）。

鉴于因果推断途径的不唯一性，有学者主张通过“因果推断三角”（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④ 来建构科学的研究方法组合和更好的因果理论。例如臧
雷振和朱逸飞（２０２３）建构了“机制因果＋反事实分析”的因果推断模型；王
正绪和栗潇远（２０２３）提出了“量化分析＋比较案例研究＋过程追踪”的因果
推断框架；陈超和游宇（２０２２）指出了“过程追踪＋一致性分析”的案例研究
路径；陈（２０２２）主张“定性比较分析＋过程追踪”的组合。

这些研究通过提倡因果推断三角来弥补单个因果推断途径的局限，同时发挥
不同因果推断途径的比较优势，以使研究结果更令人满意。本文的研究旨趣亦在
于此，不过既有研究暂未将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踪同置于因果推断层次进行讨论。
更为重要的是，方法讨论的目的在于应用，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踪在何种治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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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存在“因果推断”“因果推论”“因果推理”等多种译法，本文遵从
主流译法，采用“因果推断”。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相关文章的发表篇数分别为１１、１９、１７、１８、２０篇，且此处对于文章
总量的计量已剔除书评、编辑导语等内容。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存在“反设事实”“反事实”“反事实理论”等译法，根据本文的研究
情境，将其译为“反事实分析”。

“因果推断三角”的概念借鉴了Ｐａｔｔｏｎ （２０１５）提出的评价研究质量的四类三角形：
数据三角（Ｄａｔ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方法三角（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研究者三角（Ａｎａｌｙｓｔ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理论三角（Ｔｈｅｏｒｙ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它们共同的核心要义为：透过不同途径看同
一现象，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其中的“方法三角”指出“定性和定量方法的有效结合可
以阐明同一现象的互补方面”（Ｐａｔｔｏｎ，２０１５：９６２）。这与本文所指的“因果推断三角”内涵
最为接近。



境和研究条件下、以何种形式组合才能尽可能彰显各自的因果推断优势呢？特别
是在中国治理场景下，如何运用它们来理解中国之治？有待进一步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因果推断层次，联结反事实分析和过程追踪，兼顾
“主流”与“重要”，突出它们各自的因果推断优势，推进因果推断三角研究及
其应用。下文安排如下：首先，通过对因果本体论、认识论的简要介绍，梳理
出反事实分析和过程追踪两种因果推断途径。其次，对反事实分析的优势与局
限进行阐释，用“冷”思考回应当前的因果推断“热”。再次，论述过程追踪
的因果推断原理及其与反事实分析的互补性。最后，结合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
踪的比较优势，以中国的治理情境为例，提出完善因果推断的研究设计。

二、因果推断的两种途径：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踪
“我们的生活弥漫着对原因和解释的兴趣。”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２００３）用因果解

释社会现象，是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重要途径。社会科学研究将识别因果关系
和寻求因果解释作为其主要任务（王天夫，２００６），该任务包含两方面研究议
题：探究何为因果和如何认识因果，前者关注因果的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后者
涉及因果的认识论（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本文讨论的因果
推断处在因果的认识论范畴，即如何运用已知事实（数据或观察值）去探索未
知事实（因果命题、理论和假设）（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本部分通过简述因果的
本体论、认识论，梳理出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踪两种因果推断途径。

（一）因果复杂性
何为因果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其争论繁多且至今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

义。Ｂｒａｄｙ （２００３）总结了四类因果理论：新休谟式规律理论、反事实理论、操
纵理论及机制与能力论。Ｂｅａｃｈ和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６）认为因果涉及概率论、决定
论、反事实、机制论、规律论和单一论等。这说明因果本身相当复杂，探究因
果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类因果理论都只触及因果的其中一个面向。

由于因果本身的复杂性，认识因果的方法是多样的，不过在实证主义研究
范式下，这些方法大多可归入两类方法论途径：基于差异的方法论（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和基于案例的方法论（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依“方
法论的适配性”（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原则———不同的研究方法背后对应着
一整套关于因果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相应的因果推断范式（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９），衍生出两种基本的因果推断形式———因果效应（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① 和因果
机制（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以及两类因果推断途径———“实验（反事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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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也被译为“因果影响”。



和“详尽的过程追踪＋比较分析”（见表１）。由于实验要基于反事实分析原理
进行设计，因此也可以把反事实分析视为基于差异的方法论下的最佳因果推断
途径（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表１　 实证主义范式下社会科学中的两类方法论途径

比较维度 方法论途径
基于差异的方法论 基于案例的方法论

分析出发点 群体层面（自上而下） 案例层面（自下而上）
因果本体论 概率论；反事实 决定论；机制论
因果推断形式 因果效应 因果机制
因果推断途径 实验（反事实分析） 详尽的过程追踪＋比较分析
注：该表综合了曲博（２０１０）和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９）的研究成果。另外，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在表里还列举了第三类方法论途径：诠释性研究（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由于不属于实证主义
研究范式，故未列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既有研究整理绘制。

（二）因果推断的形式与途径
１ ． 因果效应与反事实分析
因果效应这一因果推断形式对因果持概率论或反事实理解，主张运用差异

性证据（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在跨案例间探究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
响，通常用平均处理效应值作为衡量标准。定义因果效应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研究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回归来观察变量间的共变性或相关性，以进行
因果推断（曲博，２０１０）。这主要秉持因果的概率论理解：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
不是确定性的。概率论下的因果观认为，“随着Ｘ值的增加，出现更高或更低Ｙ
值的概率也会增加”，以探讨原因值的变化对结果值的影响为核心（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６）。但是，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透过大样本统计回归法识
别的因果关系“纯度”不高，还可能存在因果偶然性和混杂性问题，所以相关
性分析只位于“因果之梯” （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的最底层（Ｐｅａｒｌ ＆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２０１８）。

二是反事实分析。认识因果不比定义因果本身简单。因果探讨在大卫·休
谟时期已经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因果推断难题的真正攻克则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与因果的反事实理解相适配的一套方法论日渐成熟，并迅速“走红”。反事
实分析也即因果推断中关于因果效应的第二种定义方式———“通过现实世界与
可能世界之间的比较来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特定结果”（曲博，２０１０）。反事
实分析遵循一种逻辑上的对偶论证，它对因果的解释基于对原因的操纵，相对
于原因不发生，当原因发生时结果会有明显的变化（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２００３）。与一
般因果推断模型相比，反事实分析模型对因果的界定更加精准（Ｍｏｒｇａｎ ＆
Ｗｉｎｓｈｉｐ，２０１５）：借助实验法或准实验法，操控原因变量出现与否，凭借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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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配置干预、可重复性、标准操作、条件控制等优势（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８６），将因
果关系从相关关系中分离出来（Ｗａｌｓｈ ＆ Ｓｌｏｍａｎ，２０１１），登上“因果之梯”的
顶端（Ｐｅａｒｌ ＆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２０１８）。
２ ． 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
在因果理论构成上，除了因果关系，因果机制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

不同因果推断途径提出了挖掘因果机制的不同逻辑。在反事实分析途径下，研
究者仍然基于对因果的反事实理解，把因果机制视为一系列可操纵的模块，通
过对这些模块进行操纵，基于差异性证据推断原因导致结果的机制。

与反事实分析截然不同，对因果持决定论和机制论理解的过程追踪提出了
另一套因果机制推断逻辑。决定论－机制论下的因果观认为，事情的发生与不
发生是一个确定性问题，而不是一个概率性问题，即“事出有因”（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ａｕｓｅｓ）（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在一个给定的案例中，过程追
踪基于机制性证据（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通过“分析原因导致结果产生的真
实过程（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ａｕｓ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来理解机制。与反事实分析的因果机制
推断逻辑相比，过程追踪把因果推断的场景从可能世界（Ａｓ Ｉｆ）切换到现实世
界（Ｒｅａｌ － Ｗｏｒｌｄ），在案例内寻找机制性证据，以揭示因果机制。相反，反事
实分析于跨案例间寻找差异性证据，以推断原因产生结果的机制（见图１）
（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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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踪的因果机制推断逻辑比较
资料来源：Ｂ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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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鉴于因果本体论、认识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者们希冀通
过单一因果推断途径来建构高质量的因果理论是不明智的。因此，本文拟在限
定性范围内重点讨论两种因果推断途径，即在因果本体论中的“概率论－反事
实”“决定论－机制论”理解、因果推断形式中的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的基础
上，关注反事实分析和过程追踪两种因果推断途径（见图２），为高质量的因果
理论建构提供研究方法层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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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因果推断的两种途径：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踪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既有研究整理绘制。

三、因果推断中的反事实分析：支配性与局限性
在因果推断的多种途径中，反事实分析居于支配地位（左才，２０１７）。这种

支配性既体现在它具备识别因果关系的优势，还体现在它对因果机制的驾驭。
对于前者，无可厚非；对于后者，则有待商榷。

（一）为什么反事实分析在因果推断中居于支配地位
一是反事实分析的因果关系识别优势。一般的因果模型关注：“Ｘ会导致Ｙ

的产生吗？如果会，Ｘ对Ｙ的影响有多大？”反事实模型则关注：“如果Ｘ在Ｘ’
而不是在Ｘ’’的情况下会对Ｙ产生多大改变？” （Ｍｏｒｇａｎ ＆ Ｗｉｎｓｈｉｐ，２０１５）。
相较之下，反事实分析对因果持更精准的界定，并且能够用数学模型对因果效
应加以清晰表达（刘玮辰等，２０２１），使研究者能够直接地观测到干预结果
（余莎、游宇，２０１７）， “引导理论与数据的深层次分析” （Ｍｏｒｇａｎ ＆ Ｗｉｎｓｈｉｐ，
２０１５）。

二是反事实分析具备将上述定义操作化的系列方法。反事实分析的核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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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为：识别因果效应的能力取决于反事实分析的构造能力———随机操纵的构造
（Ｋｒｉｅｇｅｒ ＆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６）。借助随机实验或准实验，这一信条能够被很好地贯
彻。其中，实验法通过随机分配与有效操纵让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形成有效对
比；准实验法则通过匹配、平行趋势假设、寻找外生工具变量等方式构造可供
比较的实验组与对照组（李文钊、徐文，２０２２）。而且，准实验法的形式多元，
为反事实分析的操作化提供了多样化途径，拓宽了该因果推断范式的应用场景。
不仅如此，多样化的形式能够构成相互检验的方案，借助不同方法的组合或重
复实验，让反事实分析的结论更好地外推。

三是反事实分析对因果机制的驾驭。尽管反事实分析与因果机制分析分属
不同的因果本体论和方法论途径，但是由于反事实分析的因果推断优势如此明
显，也被赋予了揭示因果机制的功能（刘学，２０２０）。反事实分析将机制看作由
一系列相互独立的模块（中介变量）组成，而且这些模块是可以被操纵的，承
袭了“不操纵无因果”的理念（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２００４）。也就是说，借助精致的实
验设计以及可控的实验操纵，“反事实分析不仅能用于识别因果关系，还能用来
揭示因果机制”（孟天广，２０１７），并且与其他因果推断形式相比，“反事实视
角下的机制分析更能捕捉事情是如何发生的”（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２００４），或者说“有
深度的因果解释常常建立在反事实模型之上”（Ｍｏｒｇａｎ ＆ Ｗｉｎｓｈｉｐ，２０１５）。

（二）为什么反事实分析难以驾驭因果机制
尽管反事实分析看似能够统摄因果机制分析，但是否能达到因果地解释社

会现象的目的，还值得进一步讨论。此处重点论述反事实分析在揭示因果机制
上的局限，包括解释过程隐蔽性、解释细节简约性、解释证据虚拟性①。
１ ． 解释过程隐蔽性
反事实分析将机制理解为由一系列可操纵的模块或部分构成，那么“各部

分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将被抹去，意味着产生因果力（Ｃａｕｓ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的实体与
活动及其如何促成了结果的变化也会被遮蔽”（Ｍａｃｈａｍｅｒ，２００４）。本来拟透过
挖掘因果机制来打开原因与结果之间黑箱的途径（刘骥等，２０１１），在反事实分
析的操作下，黑箱还是黑箱，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仍然不得要领（Ｗａｓｋａｎ，
２００８）。真正的因果解释需要揭示特定实体与活动产生变化的过程（Ｍａｃｈａｍｅｒ，
２００４），但显然反事实分析无法做到这一点。

反事实分析之所以在揭示因果机制上不得力，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其过度拆
解式地看待因果机制。因果机制强调事件运作的整体性规律（赵鼎新，２０２０ａ），
“单一部分不能导致结果的产生，只有各部分系统性整合起来才能发挥机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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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反事实分析在因果关系识别上的批判，已有相关讨论，此处不再赘述，参见费
多益（２０２３）、王思琦（２０２２）、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２０）、Ｎａｇｉｎ ＆ Ｓａｍｐｓｏｎ （２０１９）等。



用”（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３）。也就是说，将机制看成一系列事件或中介变
量，仅仅是将一系列的潜在中间因素加以堆砌，而无法充分地解释原因“如何”
导致结果（左才，２０１７）。如果反事实分析通过操纵因果机制中的部分“缺失”
来寻求因果解释，恐怕会导致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６）。
２ ． 解释细节简约性
反事实分析在原理上通过假设或建构最相似案例，进而借助数理模型以验证同

质性或不变性假设。然而最相似案例的人为建构并非易事（Ｂｒａｄｙ，２００３；左才，
２０１７），现实世界中的诸多空间细节与时间细节都有可能在建构中被“遗忘”。

一是反事实分析对空间细节的简约。在建构最相似案例的过程中，研究者
的注意力聚焦在几个可（易）被观测的变量之上，被观测的变量只是众多可以
用来提供机制解释的其中一个或某几个（Ｐｅｔｅｒｓ，２０２０），非核心变量或不可观
测的可能性影响因素被研究者统一归为协变量。但反事实分析并不能为研究者
提供一个可用于指导协变量选择的执行标准（吴小安、张瑜，２０２１），因此研究
者不可能将广泛分布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因素全部加以控制，个体或
比较对象之间的诸多细节性差异被消除或被忽视，空间层面的影响因素和影响
过程也被简约化，使得因果推断结果并不那么可靠（陈叶烽等，２０２３）。

二是反事实分析对时间细节的简约。即使研究者能够捕捉到各项空间细节
并完成最相似案例的建构，但是社会以及社会机制是在行动过程中不断涌现的，
机制的作用方式也会随着外部情境的变迁而动态变化。然而在反事实分析下，
动态化的社会过程被处理成静态切面，简约化了时间层面的细节。这种简约在
面对像社会运动、民族国家的兴起、宗教激进主义的回归等复杂社会现象时，
会遇到“一些根本性的诠释学难题”（赵鼎新，２０２０ｂ）。

如果我们把认识因果的希望都寄托在反事实分析之上，根据可能世界和几
个变量的因果效应对公共政策、民主治理等复杂的社会现实作出因果解释可能
会对研究者和实践者形成误导（Ｐｅｔｅｒｓ，２０２０）。因为“基于社会实验的因果推
断，常常是通过对一小部分个体或社区在假设和人为条件下做出静态的、边际
效应测量”，真实的政策场景比实验设计复杂得多，政策的实际运作效果与政策
预期可能存在出入，甚至南辕北辙（Ｎａｇｉｎ ＆ Ｓａｍｐｓｏｎ，２０１９）。
３ ． 解释证据虚拟性
反事实分析需借助可操作化的实验法或准实验法建构或寻找可能世界（最

相似案例），对原因施加控制以获得差异性证据（用于解释的信息），进而解释
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实验法的注意力在于识别操纵的影响，而不是真实世界
事件发生的原因”（Ｂｒａｄｙ，２００３）；或者说，“反事实条件从不考虑事情发生的
真实情况”，而是在一定猜测或想象的基础上（王思琦，２０２２），“沿着研究设
计的逻辑链条验证预期的政策效果是否实现”（陈叶烽等，２０２３）。也许一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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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实验能够得出纯粹的因果效应，但是这只能算得上是一个精美的研究设计，
能否达到因果解释是另一回事（Ｂｏｇｅｎ，２００４）。即使能够通过操控提供一些解
释性信息，但是这些信息（证据）往往很有限，而且还存在无法操纵或遗漏操
纵的问题，一些重要的解释性信息也许并不在操纵范围内，毕竟可能发生和实
际发生不一样（Ｗａｓｋａｎ，２００８）。如此而言，“实验不太可能为真实世界中的行
动提供真正的解释”（唐世平，２０１８）。

四、因果推断中的过程追踪：原理与魅力
鉴于反事实分析在挖掘因果机制中的局限，本文试图从因果推断的另一途

径———过程追踪寻找揭示因果机制的方案。过程追踪被认为是“唯一能进行个
案内因果推断、澄清因果机制的方法”（汪卫华，２０２２）。

（一）过程追踪的方法论原理
过程追踪以因果的“决定论－机制论”为本体论，将案例界定为“一组给

定的因果关系单元（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Ｕｎｉｔ）” （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研
究者通过解剖这个单元，揭示原因何以导致结果发生。所以过程追踪是一种案
例内因果推断方法，根据机制性证据完成因果推断。与过程追踪的方法论原理
相适配，该方法提出了相应的机制概念：“机制不是原因，而是在一组因果关系
中由原因触发的、连接原因与结果的因果过程（Ｃａｕｓ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

根据追踪的机制目标异质性，过程追踪可划分为四种变体：理论验证
（ＴｈｅｏｒｙＴｅｓｔｉｎｇ）型过程追踪、理论建构（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型过程追踪、理论
修正（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ｓｉｏｎ）型过程追踪和解释结果（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型过
程追踪（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详细介绍见表２。

表２　 过程追踪的四种变体

类目 理论验证型
过程追踪

理论建构型
过程追踪

理论修正型
过程追踪

解释结果型
过程追踪

研究目的验证因果机制 建构因果机制 修正因果机制 解释有趣或费解
的案例结果

问题指向连接原因与结果的
机制真的存在吗

（１）连接原因与结果
的机制是什么
（２）产生结果的机制
是什么

已知机制为什么
在某案例中不起
作用

什么机制导致了
有趣或费解的
结果

分析焦点 聚焦于理论 聚焦于案例
案例选择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或异常案例 异常案例 重要或有趣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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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理论验证型
过程追踪

理论建构型
过程追踪

理论修正型
过程追踪

解释结果型
过程追踪

推断结果连接原因与结果的
机制存在或不存在

建立连接原因与结果
的机制

修正连接原因与
结果的机制

透过因果机制解
释有趣或费解的
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的研究整理绘制。

（二）为什么过程追踪在揭示因果机制中具有比较优势
１ ． 操作化路径触发解释直观性
过程追踪把机制视为由多个相互连接的部分组成的系统，它们是让原因与

结果产生关联的中间效应，共同作用方可产生结果（Ａｈｎ ＆ Ｋａｌｉｓｈ，２０００；
Ｂｅｆａｎｉ ＆ Ｍａｙｎｅ，２０１４）。而且过程追踪所界定的因果过程可以被操作化，即将
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展开并分成更小的部件（Ｐａｒｔｓ）（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９）。研究者寻找并展示每一步或每个部件之间的可观察性证据，直观地揭示
构成机制的实体与活动的过程（Ｍａｃｈａｍｅｒ，２００４）。在操作化的因果过程分析
中，机制可依抽象程度划分为系统性机制（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和简约性机
制（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系统性机制操作路径提供的是一种充分的机制解释（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它把连接原因与结果的过程揭示得足够详细，从而使我们理解
“如何运转”（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Ｗｏｒｋ）的问题。这时的机制可以阐释为由多个实体与
活动构成的部件之间的联动，原因透过这些联动传递因果力以产生结果（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３）。以一个两部件因果机制为例，它的公式表达为：Ｃａｕｓｅ →
Ｐａｒｔ １ （ｅ１ ａ１）→ Ｐａｒｔ ２ （ｅ２ ａ２）→ Ｏｕｔｃｏｍｅ，表示在特定情境条件下，原因触
发了一个机制，该机制从部件１ （由实体１和活动１构成）连接到部件２ （由实体
２和活动２构成），直到结果。它的图式表达见图３ （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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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一个两部件因果机制示例
资料来源：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９）。
简约性机制则指连接原因与结果的细节未被完全揭开，表现为浅显的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或不完全的（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两种状态，它们的公式表达分别为：
Ｃａｕｓｅ →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１）→ Ｏｕｔｃｏｍｅ；Ｃａｕｓｅ → Ｐａｒｔ １→ Ｐａｒｔ ２ → Ｏｕｔｃ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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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它们的图式表达见表３。简约性机制与系统性机制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均具有价值，二者皆能直观地呈现各部件之间的互动过程与
作用方式，而不仅仅是单独地将Ｘ与Ｙ之间的因果过程诉诸于独立的各个变量，
但具体采用哪种机制解释取决于研究情境。

表３　 浅显的和不完全的机制解释
浅显的机制解释 原因对过程的一个线性描述结果
不完全的机制解释 原因 实体 实体结果

注：灰色阴影表示机制解释细节的模糊性。
资料来源：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９）。

２ ． 情境化细节回应解释充分性
可靠的过程追踪需要保持对背景和时间证据的高度关注与对案例的良好了

解（Ｔｒａｍｐｕｓｃｈ ＆ Ｐａｌｉｅｒ，２０１６），因此研究者在充分观察因果过程的同时，格外
强调因果过程发生的背景与时间条件（Ｆａｌｌｅｔｉ ＆ Ｌｙｎｃｈ，２００９），更完备地捕捉
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系统性与偶然性因素。一是过程追踪具有情境敏感性（汪卫
华，２０２２）。过程追踪的证据来自于经验观察和其他背景信息的结合或积累
（Ｂｅｆａｎｉ ＆ Ｍａｙｎｅ，２０１４），相较于反事实分析将背景要素归为协变量集的做法，
过程追踪在复杂的情境下会对各背景性要素保持关切。在因果机制识别过程中，
这些背景要素可能是因果齿轮中的中间部件，亦可能是驱动因果齿轮转动的激
活条件（费多益，２０２３），但毫无例外均是触发因果齿轮转动的枢机。二是过程
追踪充分考虑因果过程分析的时序性，关注到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各实体与活动
的动态性变化。作为一种推理工具，过程追踪侧重于分析事件随着时间推移而
展开的过程（Ｃｏｌｌｉｅｒ，２０１１），注重多变量时序变化与事件的发展顺序，以及各
变量在不同时间界面上的特征或互动（任勇、周芮，２０２３）。因此，过程追踪能
够清晰且充分地展示原因起作用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展现出因果之间的多个
静态切面（刘骥等，２０１１）。
３ ． 经验性证据映射解释真实性
过程追踪基于经验事实开展案例内因果推断，保障了过程追踪的机制分析

建立在现实的土壤之上，而非诉诸于人为操纵建构的虚拟案例。同时，过程追
踪通过整合多类型的证据以及对经验证据开展理论性评估等操作，保证机制分
析的客观性与可信度（Ｋａｙ ＆ Ｂａｋｅｒ，２０１５）。一方面，在资料的类型上，过程
追踪作为一种特殊的案例研究，承袭了案例研究的基本标准，如资料的多源性。
因果推断的证据由模式证据、次序证据、痕迹证据以及记述证据共同构成
（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具体包含访谈、焦点小组、会议记录、其他研究以
及能证明活动产生顺序的相关证据等（Ｒａｉｍｏｎｄｏ，２０２０）。这些多重来源与多元
类型的证据既能通过相互检验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又能详尽地对结果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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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推导。
另一方面，在经验证据的理论性评估上，过程追踪透过一个两阶段证据评

估框架（见图４），将经验性证据转化为机制性证据，并结合贝叶斯理论判定这
些机制性证据证实或证伪因果机制或因果机制中某部分的力量。在证据评估的
理论层面，根据研究情境推理出让因果机制起作用的证据的可能经验表现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ｓ），作出理论确定性（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和理论独特性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推测，形成证据命题（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在证据评估的经验
层面，找寻理论层面所假定的经验表现是否真的存在于经验材料中，表明找到
或未找到的含义，作出经验确定性（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和经验独特性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判断（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
证据发挥效力（证实与证伪的力量），过程追踪将判断依据建立在贝叶斯推理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之上，通过不断比对评估理论预测的机制性证据和实际发
现的证据以更新我们对证据命题的信心，从而增强对整个机制（机制中的部分）
的有效性信心（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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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两阶段证据评估框架：从经验材料到机制证据
资料来源：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９）。

五、因果推断途径整合：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踪共舞
“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是好的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曲博，２０１０），

只有尽可能发挥反事实分析和过程追踪各自的因果推断优势，建构“因果推断
三角”，才能对因果形成更深入的理解（汪卫华，２０２２；臧雷振、朱逸飞，
２０２３）。那么，如何将之运用到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呢？本部分以中国的治理
场景为例，以制度与政策创新及其前因后果为分析视阈，探讨反事实分析与过
程追踪的结合何以帮助理解中国之治。

（一）用“反事实分析＋过程追踪”探究制度创新何以转化为制度效能
制度与政策创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一项制度是否

以及如何实现了预期的治理目标，是实践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议题。对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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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研究者需同时回答制度创新（Ｘ）与治理目标（Ｙ）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以及原因如何导致结果的问题，且后一问题以前一问题为基础。此时，采用
“先反事实分析，后过程追踪”的接力式因果推断研究设计，有助于讲好制度创
新与制度效能转化方面的中国故事。

首先，运用反事实分析验证制度效应。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例，研究者
们可将该制度视为一项对环境治理的实验干预，通过引入反事实分析构建干预
组与控制组，观察环境治理成效（结果）是否受到该制度影响。具体地，运用
以反事实分析为推断原理的诸多方法操作实验结果，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与
环境治理成效间的因果效应。有研究以空气质量测量环境治理成效，在双重差
分法的加持下，验证出中央环保督察的确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刘张立、吴建
南，２０１９）。

其次，采用过程追踪揭示制度效应产生的具体过程。同样以中央环保督察
制度为例。反事实分析确立了中央环保督察与环境治理成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不过该制度具体是如何改善环境治理的呢？用反事实分析基于几个可测量的变
量而形成的机制解释力度较为有限，过程追踪则能有效回应该问题。例如，姜
雅婷和杜焱强（２０２３）运用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以内蒙古自治区岱海湖这一
真实案例，识别了“情境建构－行为调适－效能生成”三部件联动的环境治理
因果机制，直观地呈现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如何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
三个部件在时间与空间上紧密关联，环环相扣，整合“府际关系” “委托－代
理”“压力型体制”等理论元素和中国元素，结合丰富的经验材料，充分解释了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如何在中国特色科层体系下，调动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明确
目标、调试行为以及产出效能。

先反事实分析、后过程追踪的接力式因果推断，既能明确中央环保督察与
环境治理成效之间的因果关系，肯定这项制度的效力，提供持续实施该制度和
扩散该制度的合法性。同时能结合我国复杂的治理情境和丰富的理论元素，揭
示这项制度是如何推动环境治理成效改善，如何帮助巩固和完善该项制度，以
及在推广的过程中如何将该制度更好地落实的。质言之，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
踪的结合兼顾了制度效应评估的科学性和制度机制解谜的深入性（Ｋａｙ ＆ Ｂａｋｅｒ，
２０１５），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中央环保督察之于环境治理的学理解释。

就既有的中央环保督察与环境治理成效因果推断而言，未来可在因果机制
分析部分追加“理论验证型过程追踪”和“理论修正型过程追踪”。对于前者，
结合定性比较分析在因果同质性（Ｃａｕｓａｌ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案例群中选择典型案例
（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即在一批中央环保督察促进环境治理成效改善的案
例中选择典型案例，检验姜雅婷和杜焱强（２０２３）建构的“情境建构－行为调
适－效能生成”因果机制是否真的存在；对于后者，结合定性比较分析，在因
果同质性案例群中选择异常案例，即进驻了中央环保督察但环境治理成效未改
善的案例，观察遗漏的情境条件或因果条件，修正既有的中央环保督察改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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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成效的机制（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９），进一步提高中央环保督察与环
境治理成效之间的理论效度和中央环保督察的环境治理信心。

（二）用“过程追踪＋反事实分析”解释政策创新何以生成
既然制度与政策创新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此重要，那么它们是如何生

成的呢？这一问题面临的研究情境为：已知某个结果，但是结果产生的原因以
及中间机制均不明朗。对于该研究情境，反事实分析在先的因果推断研究设计
束手无策，而以过程追踪先行的因果推断设计则可以打开局面。这是因为以反
事实分析为推断原理的研究方法依赖合适的干预变量和结果测量，对于一些新
的或原因条件不明朗的现象，难以满足反事实分析所依赖的条件，所以须在开
展反事实分析之前先进行因果机制分析（王思琦，２０２２）。

该类研究设计特别适合用来讲述中央鼓励地方或上级鼓励下级“敢于担当、
大胆创新，突破约束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方面的中国故事（鲁宇等，２０２３）。
例如中国大量存在的“土政策”现象，有效性明显、合法性模糊，在某些情况下
还被视为政策创新。那么这类政策是如何生成的呢？鲁宇等人运用过程追踪法，
以某地的小额信贷“土政策”为例，建构了解释“土政策”生成的因果机制。

建构该因果机制的关键有二：一是寻找分析的理论视角或原因条件。当原
因未知时，“分析首先从结果Ｙ回溯到一个隐蔽的、貌似合理的Ｘ，把研究变成
以Ｘ － Ｙ为中心的分析”（Ｂｅａｃｈ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３）。通过将经验事实用于推断
潜在的因果机制，建构连接Ｘ与Ｙ之间的因果过程。鲁宇等（２０２３）人观察到
既有关于“土政策”的研究未知其原因条件，在排除了“绩效决定说”和“领
导认同说”两种误导性观点后选择了我国最为基本的制度安排———条块关系及
其互动作为分析的理论视角。二是识别原因条件生成结果的因果力。在条块互
动分析视角下，他们对其中的“条”做了更细致的界定，建构了一个涉及委托
者（中央政府）、中间层级管理者（直线条条、块块部门、斜线条条）和代理
者（政策设计者）的三阶段（任务下达、变通执行、寻求认同）“土政策”生
成机制，完整地回溯了新政策生成的原因与具体过程。

鲁宇等人的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贡献了理解“土政策”或政策创新的原
因条件及其生成机制。然而，由于过程追踪遵循案例内因果推断逻辑，三个阶
段“土政策”或创新型政策生成机制的外部效度有待继续讨论。对此，引入反
事实分析等跨案例因果推断成为必要（汪卫华，２０２２），研究可进一步巩固条块
互动与“土政策”或创新型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生成机制。已有的过程追
踪分析为反事实分析的开展提供了两个重要基础：一是帮助确定合适的干预变
量（从条块结构着手），二是提供测量结果变量的方式（政策执行范围等）。反
事实分析的优势在于识别因果关系，在其加持下，“土政策”或创新型政策形成
的原因条件及其因果关系更加明确，有助于确定相应情境条件下的因果同质性
案例群，这又为“土政策”或创新型政策生成机制的理论效度提升与结果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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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可能。

六、结论与讨论
为了形成更完整的因果推断认知，本文从因果本体论、认识论出发，结合

因果推断的形式与类型，梳理出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踪两种因果推断途径，并
论证两种因果推断途径的比较优势及其互补性。反事实分析在跨案例间寻找差
异性证据，借助实验、准实验等研究方法识别因果关系，达成因果的概率论、
反事实理解；过程追踪在案例内捕获机制性证据，观测由实体和活动构成的因
果部件何以生成因果力，揭示连接原因与结果的机制，达到因果的决定论、机
制论理解。二者在因果推断中属于互补关系，分别在识别因果关系和挖掘因果
机制中占据比较优势，将二者结合，有助于建构丰盈的因果推断三角和高质量
的因果理论，帮助我们更好地讲述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中国故事。

对此，本文专门以中国的治理场景为例，聚焦制度与政策创新及其前因与
后果，论述反事实分析与过程追踪的结合何以透视中国之治。一是在制度创新
转化为制度效能研究情境下，反事实分析识别制度创新与制度效能之间的因果
关系，过程追踪揭示连接制度创新与制度效能之间的因果机制，二者结合，科
学且深入地解释了我国的制度创新是否能转化为制度效能，如果能转化，又是
如何转化的。二是在政策创新生成研究情境下，人们对生成创新型政策的原因
及机制好奇，但是可观测的原因变量不明朗，此时以过程追踪打开分析局面，
探索其中的原因条件和生成机制，之后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原因变量，识别
其与政策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综合案例内和跨案例因果推断，可更好地理解
不同情境条件下的基层治理主体何以能够突破限制、推陈出新，破解治理难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程追踪的包容性强，具有处理复杂变量与多层级变量
的独到优势（孙婧婧、和经纬，２０２１；任勇、周芮，２０２３）。由于我国正处于治理
转型期，治理情境复杂、治理元素繁多，过程追踪为中国式治理逻辑解谜提供了
重要视窗，在因果推断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管是解释制度创新何以转化
为制度优势，还是政策创新何以生成，它能够囊括多元理论要素与治理主体，兼
顾时间、空间逻辑，结合丰富的经验材料，遵循规范的证据评估模型，生成饱满、
可信的因果知识，提升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力和对中国之治的解释力度。

本文的探讨除了有助于形成更完整的因果推断认识、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
综合性研究设计外，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提供了深层次思考。针对某
个或某些研究问题应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取决于我们追求的因果理论层次及其
秉持的因果本体论，进而归属到相应的因果推断形式、途径及定义方式，最后
才是在相应因果推断形式所囊括的方法（群）中选择合适的方法或方法组合。
质言之，“本体论约束着认识论和方法论”（唐世平，２０１８）。或许这也是社会
科学研究者接受研究方法训练应该遵循的思路———掌握具体的研究方法，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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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些方法背后的哲学基础，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进而能够于纷繁复杂的研
究方法丛林中从容选择更适合用来论证研究问题的方法或方法组合。

然而，鉴于因果的复杂性及其认识因果的途径的多样性，本文未能穷尽不
同因果本体论、认识论体系下的因果推断逻辑，并且为了能够清晰论述不同因
果推断途径的比较优势及其互补性，把讨论范围限定在反事实分析和过程追踪
两种因果推断途径上。在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进一步完善因
果推断三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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